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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万物复苏。在这美好时节，我受
邀来到广州，参加由羊城晚报社主办，广州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协办的
“城心永续·春启岭南——‘广州’得名
1800年城市考古研讨会”，深感荣幸。

广州是一座令人向往的历史文化名
城。在中国考古学的宏大版图中，城市考
古是最为复杂、信息量最大、也最能产出重
大成果的领域。以往，世人目光常聚焦于
西安、洛阳、北京、南京、杭州、开封等著名
“古都”。与它们相比，广州虽未做过大一
统王朝的都城，仅长期作为郡治所在地，但
它在城市考古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所展现
的“广州样本”，在行业内有口皆碑。

“城心”的双重含义：是地
理格局，更是城市灵魂

何谓“城心永续”？我理解“城心”有双
重含义。

第一重是地理概念上的“城心”。从秦
汉设郡、番禺为治，两千多年来广州的城市
中心始终未移、城址未迁。我们在南越国
宫署遗址可见秦代的瓦当、南越国的宫殿、
南汉的苑囿和宋代的官署等，历史遗存层
层叠压。就在我们脚下，古老的中轴线与
现代繁华商圈完美重叠，这放诸世界城市
发展史上，亦属罕见。

第二重是精神层面上的“城心”。城市
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广州的“魂”，源于这
两千多年坚守的“城心”，并在此代代相传。
广州人生活于此，得以触摸历史的温度，增
强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自豪感。

作为一座典型的“古今叠压型”城市，
广州的考古工作难度极大。它不同于那些
遗址在荒野、可从容发掘的“荒野型”古城，
也不同于西安那种在历史变迁中不断“搬
家”、主城址发生偏移的古都。广州是“活”
的，历史与现实在同一空间维度层层叠
加。要在寸土寸金的现代城市核心区进行
考古发掘殊为不易。

然而，广州的考古同行们做到了。我
们要特别感谢以麦英豪先生为代表的老一

辈考古学家打下的坚实基础，也要感谢张
强禄院长等带领的这支新一代队伍。他们
常年坚守一线，手持考古小铲，一铲一铲发
掘，于钢筋水泥的森林中，如拼拼图般将广
州的历史面貌拼缀得日渐清晰。从南越国
宫署遗址，到北京路千年古道，到光明广场
下的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凡此种种，
勾勒出广州两千年的历史长卷，构建了具
有全国示范意义的“广州样本”。

历史证明，每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都
在为城市叠压文明的厚度、涵养市民的文
化自觉，这种对根脉的守护，深刻塑造了城
市的品质与气质。

他山之石：从洛阳“中轴
线”看城市气质重塑

作为一名在河南文物战线耕耘多年的
“老兵”，我深知“古今叠压型”城市考古与
保护之艰辛，亦深味其价值。在此，我想分
享洛阳的一些经验。

洛阳的隋唐城，同样是一座“古今叠压
型”城市。当年的洛阳是重工业基地，遗址
之上曾密集覆盖厂房与民居。为了保护、
展示隋唐洛阳城的历史风貌，我们付出了
巨大的代价，也倾注了难以想象的努力。

这其中包括对大型企业的整体搬迁，
比如洛阳玻璃厂；也包括对一些现代公共
机构及居民区的协调搬迁。其中艰难可想
而知。但也正因这种“舍得”，我们保住了
“九州池”这样的皇家宫苑遗址；我们发掘
了定鼎门、天津桥、应天门等遗址，探明了
中轴线上这些关键节点的位置与形制……

20多年持之以恒，洛阳成功地将隋唐
城的“中轴线”在考古学意义上重新呈现。
从龙门（伊阙）开始，往北望去，定鼎门、天
街、天津桥、天枢、应天门、明堂、天堂，直至
宫城玄武门，这条中轴线不仅被逐步贯通，
更重要的是，它应该是中国目前唯一一条
经系统考古发掘、有确凿证据链支撑并保
留下来的历史中轴线。

正是这条中轴线，撑起了隋唐洛阳城
“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

中，以象河汉”的宏阔格局，使其成为中国
都城建制史上的巅峰之作。

考古遗址的再现对城市的影响是深刻
的。它不仅改变了洛阳的城市面貌，更重塑
了这座城市的气质。当历史的轴线重新贯
通，城市的文化底蕴便不再仅是书本上的文
字，而成为可感可知、可为之自豪的实体存在。

广州同样拥有一条传承了两千多年的
传统中轴线。从越秀山到珠江，这条中轴线
见证着广州的生长。我听说，广州也在积极
探索中轴线的保护与展示，这非常有必要。

将历史的记忆刻在大地上

考古学延伸了历史的轴线，增强了历
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
景。对于广州这样一座伟大的城市，我对
它的考古工作寄予厚望。

当然，在城市建设的洪流中，想要把所
有发现的遗址都原址保留下来是不现实
的，也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我们有智慧、
有选择。对此我有一点建议：即便保不下
所有的遗址，也请不要让它们默默消失。
我建议，在每一个重要考古发现的原地点，
都留下我们今天考古人的“记载”——它不
仅要写在报告里，更要写在大地上。

能不能建一个碑亭？能不能竖一块
碑？哪怕只是在一块铺在地上的自然石上
刻上几行字，告诉后人：哪一年哪一月哪一
日，我们在这挖过什么、发现了什么。这样，
当人们走在街头巷尾，看到这些星星点点
的“记事碑”，再结合我们考古绘制的“一张
图”，就能在脑海中拼出城市的“生生不息”。

“考古前置”的广州模式是成功的，而
如何将考古成果转化为城市文化软实力，
则是一篇更大的“文章”。希望广州的同行
们继续守土有责，用小铲子挖出大历史，让
“城心永续”不仅是一个口号，更成为这座
城市的一个永恒坐标。

（作者系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

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河南

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

我长期在古都洛阳从事都城考古工
作。洛阳自周代以来即被视为天下的中
心，被誉为“天下之中”“土中”“中国”等，也
是中国古代十几个王朝的建都之地。自上
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便在洛阳设立专门的工作队，对汉魏
洛阳故城、隋唐洛阳故城等多座都城遗址，
展开持续数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从考
古实践的角度看，这两处同属当今洛阳却
性质不同的都城遗址，恰好构成中国城市
考古中两种基本工作范式。

两座洛阳故城

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汉魏洛阳故城这
类“旷野型”遗址。这座城址位于今洛阳市
区以东约15公里洛河北岸的台地之上，其
遗址区地表多为农田，现代干扰较少，属于
典型的“旷野型”遗址。这为考古勘察研究
提供了难得的工作条件：考古队可以从容
制订长期的学术规划，按既定目标系统揭
露城墙、城门、道路、宫殿等关键要素，逐步
厘清从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到北魏时期
近500年间城址的形制格局变迁。我们
通过对这座早期都城制度的探索，能够看
到秦汉时期的都城是以多宫制的形制与面
貌呈现，而都城中严格的单一宫城及中轴
线格局，则经过逐渐发展而演变形成。与
之形成对比的是位于今洛阳市区正下方的
隋唐洛阳故城。这座始建于隋大业元年
（605年）、在唐代作为帝国“东都”、并于武
周时期改称“神都”的壮丽都城，其宫皇城及
部分里坊遗迹与现代城市高度重叠。对此
类“古今叠压型”遗址，难以采用系统性揭露
的工作方法，考古工作难度更大，成果显现
周期更长。其考古工作只能采取一种“见缝
插针”式的路径，哪里有城市建设，哪里就可
能获得一个狭小的工作窗口。每一次考古
发掘都像在拼积木，拾取一块历史拼图。幸
运的是，经过几代考古人不懈努力，累积无
数个零散点位资料，这座“地下都城”的宏伟
格局——尤其是其高度制度化的中轴线结
构——得以被逐步拼合并重新认知。

隋唐“两京制”与中轴线

要认识隋唐东都洛阳城，须将其置于
“两京制”的框架下去理解。在隋唐最繁华
的时期，长安与洛阳均是王朝的都城，分称
“东京、西京”（或“东都、西都”），合称“东西两
京”，皇帝将两京视作其东西二宅，在不同时
间段分别承担着国家政治中心的职能。这
种制度安排，使洛阳的都城建设，具备了完
整的制度规格与政治意义，即都城具有明确
的建筑轴线，宫皇城建筑严格对称分布。

隋唐时期的都城规划理念和“两京制”，

造就了中国古代著名的隋唐盛世和大一统
格局，在都城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甚
至远播东亚。日本在营建平城京（奈良）和
平安京（京都）时，在制度理念与空间格局上，
主要承袭了隋唐都城的形制和面貌，其采用
“左京”和“右京”的分区制度，以及平安京“左
京”称“洛阳”、“右京”称“长安”的做法，显然
是吸收了中国中原的“两京”制度。后来，平
安京西部（右京）因地势低洼而逐渐衰落，城
市重心转向东部高亢地区，故后世京都也就
有了“洛阳”“京洛”“洛都”的称谓。

我们数十年来“拼图”式考古工作的一
个核心成果，就是在考古学上确认并初步
呈现了隋唐洛阳城的南北中轴线。这条轴
线南起天然山阙——伊阙（龙门），向北依
次经过定鼎门、天街、天津桥、天枢（文献记

载武周时期所立）、端门、应天门、明堂（隋

代乾阳殿、唐代乾元殿）、天堂，直至宫城大
内北门玄武门，体现出与“象天立宫”观念
相关的空间表达。尤为关键的是上述重要
节点建筑均有考古实证，由此重新建立起
了一条由实地证据构成的历史空间链条。

在相关部门的主导与推动下，通过遗
址覆罩保护、地面标识及模拟展示等多种
方式，这条沉寂于地下的都城轴线，得以在
现代城市生活中被重新感知。这并非简单
的古建筑复建，而是让确凿的考古学信息
转化为了可感知、可解读的文化景观。

广州：在连续层叠中追寻历史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广州，就会发现其
城市考古的处境，与隋唐洛阳城有相似性。

广州也是一座极为典型的“古今叠压
型”城市，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在同一片土地
上持续累积。早期的考古工作同样是零散
和点状的，近几十年来情况发生了显著变
化，随着北京路“千年古道”等遗迹的揭露、
南越国宫署遗址与木构水闸遗址等的系统
发掘，以及近年来一系列配合城市建设的
考古新发现，人们手中的“历史拼图”越来
越多，广州古城的面貌愈发清晰。

通过这些扎实的考古工作，我们得以
在文献记载基础上从实物层面观察广州古
城生动的生长轨迹。例如，可清晰“看到”
城市南界是如何随珠江河道的演变与冲积
扩展而逐渐南推；宋代又如何因应经济发
展与军事防卫需要进行了大规模扩城。这
些都是被考古一点点证实的历史过程。

关于广州城市中轴线的形成，考古材
料为我们提供了时空坐标。

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演变的背景来
看，都城中明确的“建中立极”轴线观念，一
般认为至曹魏洛阳城时期趋于明确，并逐
步强化其制度表达，以太极殿为核心确立
至尊地位。这一制度历经魏晋南北朝演

化，至隋唐达于鼎盛，成为后世都城规划的
重要范式。晚唐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央权
力结构发生调整，宫皇城空间组织趋于复
杂化，多重宫院格局增强。

对照这一宏观脉络，再看广州的考古
发现，格外具有启发性。目前，在南越国时
期的宫署遗址中，虽可见单体建筑的轴线
对称特征，但尚未发现具备制度化、贯穿全
城的都城轴线体系证据。

现有考古资料表明，至五代十国时期
的南汉国，在今北京路一带的宫城遗址中，
建筑群已呈现一定程度的南北向轴线组织
特征。这一变化，与晚唐五代以来地方政
权强化都城礼制表达的整体趋势相呼应。

可以推测，北京路一线作为广州传统
政治核心空间的轴线设置，可能在晚唐至
宋时期逐步确立并得到强化，其形成过程
与岭南政治地位的提升及制度文化整合密
切相关。这既是广州城市地理发展的内生
结果，也是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都
城礼仪文化向岭南的传播及“在地化”转化
的生动例证。

人们之所以投入数十年时间，在洛阳、
广州及各个地方进行这种需极大耐心与毅
力的“拼图”工作，其动力根源不仅在于学
术，这更源于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对自身
来处的追索——这是一种“对家的热爱和
追问”。如同一个人会追寻自己的家族与
籍贯，生活在一座城市中的人们，也天然渴
望了解脚下这片土地的故事。一座拥有深
厚历史的城市，如果其最辉煌的文明证据
永远深埋地下，不为市民所知，那将是莫大
的文化遗憾。

因此，现代城市考古的使命，绝不止于
撰写发掘报告。其更关键的一步，在于思
考如何将重要的考古发现，转化为城市公
共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就像在洛阳，我们
努力让中轴线的关键节点“走出”考古报
告，“走入”现代城市空间。对广州我同样
抱有深切期待。回想我20多年前第一次
到广州时，曾探寻城市核心而所得有限；如
今再到北京路，历史展示已融入繁华街区，
这正说明了考古工作的价值与进步。随着
考古工作的持续深入，在符合文物保护法
律法规的前提下，能否在未来的城市规划
中，为更多的古代城市关键遗迹预留出展
示与阐释的空间？

让考古成果从学术圈走向公众，让历
史痕迹从地下走到地上，融入当代市民的
日常生活，这是一项复杂的、需要考古学
家、城市规划者与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长
期工程。但这正是城市考古工作的终极价
值所在——它不仅关乎过去，更关乎一座
城市当下的文化底蕴与未来的精神塑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委会主任委员）

回望我的考古经历，广州始终是
一个无法绕开的起点。

2000年春节后，我参与了南越
国宫署遗址的试掘。彼时，中山四路
一带仍是广州儿童公园。此前数年，
周边已陆续发现南越国宫苑遗存（如

1995年电信局工地水池），而2000年
开展的儿童公园内试掘在发掘出南越
国一号宫殿东北角的同时，确定在儿
童公园内应存有南越国时期高等级建
筑。我有幸亲历了这一关键节点。

随着遗存价值的迅速明确，广州
市委、市政府作出决策：迁建儿童公
园，为南越国遗址的系统发掘与整体
保护腾出完整空间。2002年起，经
国家文物局批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
究机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原儿童
公园开展持续发掘，先后清理出南越
宫殿、南汉宫殿等岭南历史时期的核
心遗迹，揭示出从南越国至清代的层
层叠压的广州城市生长的文化地层。

也正是在那次发掘中，一个问题
开始在我心中盘桓：两千多年前的宫
殿何以仍埋藏于今日城市的核心？
广州的政治中心为何始终未曾迁离
这片区域？2011年开始，我的工作
轨迹转至西安，面对中原地区那些气
势恢宏的“荒野型”都城遗址，再回望
广州，对比愈发鲜明。

在原址上叠加生命“年轮”

今天，我们经常谈论文明，而在
很长时间里世界上公认的“文明”标
准是城市、文字与金属器。城市是文
明最为具象的容器。而中国的古城
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我国历朝最重要的都城，
如夏的洛阳二里头遗址、商的安阳殷
墟遗址、周的宝鸡周原遗址、西安丰
镐遗址，秦咸阳、汉长安、洛阳汉魏故
城等，都位于今天的郊外农田中，学
者称其为“荒野型”遗址。虽在西安、
洛阳两地的历代都城中，其大体同属
一地，但却像一个调皮的孩子总是
“跑来跑去”，如西安的周丰镐、秦咸
阳、汉长安、隋大兴唐长安，洛阳的二
里头、偃师商城、汉魏洛阳、隋唐洛阳
的城市都不在一地，彼此并不完全重
叠，最终在现代城市的周边留下可供
相对从容发掘的遗址。

另一类是以广州为代表的“生长
型”城市。广州，从秦汉番禺建城开
始，其城市的核心区几乎未发生前述
的根本性迁移。它就像个性格特别
“稳”的孩子，执着地、一砖一瓦地在
出生地上叠加着其生命年轮，直至今
日，成长为我国南部最重要的现代化
都市。因此，若论“城心永续”，广州
自然当之无愧。这份“永续”不是文
献上的冰冷记载，而是经考古工作者
手铲揭示出的鲜活的、一层压一层的
泥与土实据。

在这种城市的核心区做考古，其
难度与意义就远非“荒野型”遗址可
比。它要求我们在钢筋水泥地面之
下，对历代兴废累积的、深达数米的
“文化地层”开展一场场精密的“地下
手术”。我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
依托于城市更新与建设项目所带来
的发掘契机，是真正的“见缝插针”。

原来的儿童公园、北京路“千年
古道”、光明广场、旧仓巷、小马站
……正是通过这些分散的、看似偶然
的发掘点，可以像拼合一张巨大而复
杂的拼图那样，用几十年甚至更长时
间，逐渐勾勒出这座古城两千多年的
生命轮廓。例如，据现有考古材料，
我们已可判断，在相当长时间里，广
州城市的中心的城址，其西至小马站
一带，东达旧仓巷附近，北抵越华路
一线，南不过西湖路光明广场的南越
水闸。而历代的官署核心更长期执
着集中在今北京路北端一带。

权力的投影：“实体轴线”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个核心问题：
什么是城市的“轴线”？城市轴线，从
不应只是一个单纯的几何或美学设
计。我想，城市中轴线的本质，是权
力与秩序的空间投影，因此它必须穿
过政治的“心脏”，而在政治“心脏”的
南方，除一座座的城门外，就再无其
他建筑“屏障”阻挡。如已为世界文
化遗产的北京中轴线，它在穿过紫禁
城太和殿后，向南穿过午门、天安门、
中华门、正阳门、永定门；而西安唐长
安城的轴线，在穿过太极宫后，向南
穿过承天门、朱雀门、明德门，均将都

城一分为二。
那广州城的轴线在哪里呢？考

古发现告诉我们，南越国时期已初见
宫署布局的端倪，而至迟到五代的南
汉国时期，在营建“南阙”后，南汉的
都城呈现出清晰的南向轴线布局。
至宋代乃至明清，这一南北向的空间
格局不断延续，“双门底”城门的位置
与既有城心结构明显存在空间的对
应关系。这就是广州城的历史轴线。

为何在此？因为两千多年来这
里始终是广州的政治中枢。从南越
王宫、南汉宫殿到明清两代的布政司
署，直至民国，岭南地区的行政中枢
一直在这里。走在中山路一线，我们
可感受到微妙的地势起伏：进入古城
核心区域时地势略有抬升，越过后则
趋于平缓。这种高差变化反映了古
城选址依托自然台地的地貌特征。
所以，讨论广州的轴线必须回到“城
心”，回到这条穿越古今“权力中心”
的南北脉络上来。

在我看来，这条从历史地层中层
层确认的南北脉络，是广州作为“生
长型”城市最原初的空间秩序；它与
近现代形成的城市中轴线并非替代
关系，而是为理解后者提供了更深层
的历史锚点。

轴线是空间的骨架，而生命的厚
度还需要时间去填充。广州的另一
重珍贵在于它拥有一部完整的城市
生命周期。南越国时期是这座城市
的第一个“高峰”。随着汉武帝平南
越，岭南的政治中心一度西移，考古
所见的本地高等级墓葬的规模收缩、
重要物资减少。然而，广州（时称“番

禺”）的城址却并未废弃——它凭借
地理之便积蓄力量，等待再次崛起。
公元226年，东吴析交州设广州，“广
州”作为一级行政区名由此确立，而
番禺也从此再回岭南中心。2026年
适逢“广州”得名1800周年。

此后千余年来，广州长期作为岭
南地区政治与行政中心的地位再无
动摇。这样的“生长”曲线，是“荒野
型”都城难以保存的珍贵信息，也成
就了“生长型”城市考古最动人的章
节。因此，广州的城市考古，其价值
远不止揭示一座地方城市的历史。
它为我们理解世界范围内“持续发展
型历史城市”的演变机制，提供了非
常难得的中国案例。

同时，它也表明，在这种城市中
的文物保护非常困难。“考古前置”制
度的落实，正是为了在发展的动态
中，为历史遗存留下不可替代的见
证。从前辈们的筚路蓝缕，到“先考
古、后出让”在法律框架下逐步制度
化，广州在国内较早开展了探索，并
形成了不断成熟的实践路径。这种
制度化的坚持，让南越国宫署遗址、
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等在闹市中心
得到较完整保存，成为市民可感可触
的文化地标。

当然，考古不只是为了“保”，也
是为了读懂“变”。有人说，拆城墙是
破坏。但从长时段的历史维度看，城
墙的兴废往往映射着政治格局与城
市功能的根本性变迁。《史记》等文献
记载，秦统一后曾有“堕坏城郭”的政
策记述。而之所以秦始皇下令拆毁
城墙，是因为他认为在天下一统后，
内部相互之间的防御已无必要。20
世纪初广州开始大规模拆除城墙，也
是这座城市突破传统军事防御形态、
向现代商业都市转型的重要阶段。
对当时人而言，阻碍交通的城墙或许
已是“无用之物”；而对今人而言，考
古的意义不在于评判古人的选择，而
在于如实记录每一段变迁的真相。

考古学，延伸着历史的轴线，如
果没有历史，走在满是“现代门脸”的
街上我们会感到“飘”，找不到根。而
没有基于考古的保护展示，一座城市
的文化记忆就只能模糊莫辨。当我
们走在今天的北京路，脚下有透明玻
璃展示唐代路面；南越王博物院内，
层层叠压的历代遗迹则给人“一步千
年”的震撼。考古填补了文明的谱
系，更让每个人脚踩大地、心有归处。

“城心”永续需要我们共同守
护。它要求在城市更新的每个重大
决策中都保有对历史的敬畏与耐
心。这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接力，功
成不必在我，但功力必不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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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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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心永续：读懂“古今叠压”的广州样本
□孙英民

在现代城市中寻找古城轴线
——以洛阳与广州城市考古为例

广州：一座“生长型”
历史文化名城的考古告白
□刘瑞

□钱国祥


